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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和《易传》一样，是早期儒家中最具形而上学特征的一部著作（但不是纯粹形而上学

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天人合一说”的基本模式。《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如果真是这

样，那么，它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间的最重要的文献。从中可以看出，从孔子的天命说到孟子的

心性说是如何发展的。郭店楚简的出土和上海战国楚简的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 

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和上海楚简（一）中的《性情论》，是两篇内容相同的文献，实际

上是同一篇文献的不同抄本，由于时间上有先后，在文字和内容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差别。郭店

楚简的墓主被定为战国中期即子思、孟子之间，而后者被定为战国晚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楚

墓中发现同一篇文献，说明这篇文献非常重要，特别受到楚人的重视。这篇文献主张“性自命

出，命自天降”，与《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第一章）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性自命出》

和《性情论》更多地谈到情的问题，而情在《中庸》中也是谈到了的，其中的“喜怒哀乐”就

是讲情的，只是未出现“情”字。由此可以推断，这两篇文献的原本应当在子思同时或前后，

而天、命、性、情、道这些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已成为当时儒家最关心的问题，子思以及与

子思有关的学派已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显然与孔子的天命说、“性与天道”说有关，

可说是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中庸》的“参赞化育说”正是建立在这一天人学说之上

的。 

一、形而上的意义追寻 

“天命之谓性”是《中庸》关于天人关系理论的宗旨。这句话除了说明“天人合一”的基本内

容之外，还表达了对形而上的意义的追寻。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命之谓性”是一个形而上学

的命题。这里所说的“命”与“性”都有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 

我们在讨论孔子思想时曾指出，孔子所说的“命”，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层意义是指“知天

命”之命，另一层意义是指“死生有命”之命。但是到了《中庸》，后一层意义淡化了，而前

一层意义突出了，并且集中地体现在“天命之谓性”这一纲领性的表述之中。将天命与人性合

而为一，并且作为普遍命题提出来，这是《中庸》对儒家学说的最大贡献。在这里，命与性都

有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普遍的人性学说：天命是普遍的，有目的性

的，因而人性也是普遍的、必然的。所谓普遍的，是指对于一切人乃至一切生命都是适用的、

有效的；所谓有目的性的，是指命者命于人而为性，人则“率性”而为道，“修道”而为教，

从而成为人的目的性活动。 

天究竟是什么？这仍然是《中庸》中所暗含着的问题。“天命之谓性”可能有两种解读。一种

是天、命分读，意思是天之所命即是性，天是主体性存在，而命是动词；一种是天、命合读，

天命即是性，天与命并不分离，命字可作名词理解。按照前一种解释，天可能被理解为人格化

的主体即上帝；按照后一种解释，天命可能被理解为实体性的存在。但是，这两种理解，都是

按照西方哲学的某种观念进行解读的。事实上，按照原文的语境和语义，天既是最高存在，又



是化育流行的过程，命则是这一过程的目的性意义的表述，是一个动名结构，既不是单纯的动

词，也不是单纯的名词。这一理解就是后儒所说的“天命流行”而赋予人者谓之性。从天的方

面说是“赋予”，从人的方面说是“禀受”，其实是一回事。 

“天命流行”就是自然界的发育流行，天就是自然界，决不是上帝；命就是自然界的目的性活

动，不是上帝的命令。自然目的论与自然机械论可能是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差别。但是，《中

庸》并不是讲纯粹的自然哲学，不是将天即自然界视为纯粹的认识对象去理解，而是从一开始

就关注“天人之际”的问题，既不离天而讲人，亦不离人而讲天。这样，自然界的发育流行与

人的生命存在之间便有一种内在的目的性关系，人性便是天命的实现。天命既不是完全自在

的，人性也不是完全自为的，天命之性便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 

天命所体现的目的性并不是超自然的目的性，即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有一个上帝按照其目的创造

世界与人，或上帝按照其目的赋予人以性或为自然界颁布秩序。《中庸》中出现过“上帝”这

一名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第十九章）这是沿用了殷周以来的用法，从祭祀之

礼说明“修道之谓教”（第一章）的，这个“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毋宁说是“神道

设教”，即设一个“教”表示对自然界的神圣性的尊敬。郊是祭天之礼，社是祭地之礼，天地

就是自然界，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即是自然界的万物。天地运行，产生了万事万物，万物是

天地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命是天地自然界所具有的神圣的目的性功能，以其生、长、养、育成

就了万物，也成就了人性，人应当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界。《中庸》虽然沿用了祭天之礼，但

其实际意义已经不同于上古时期的祭天了。 

客观地说，天命就是天道，天道就是诚。诚是一个价值意义很浓的范畴，表明天道运行是“至

诚无息”（第二十六章）的，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虚妄、虚幻之处。运行不息，生生

不息，这就是天之所以为天之道。天即自然界以其“生生不息”之功能而显示其存在，是在生

命创造中存在的，不是绝对静止的，更不是超绝的精神实体，但是，确实又有超越性的一面。

生生之道，即诚，是无声无臭的，无法感觉的，但又是存在的。《中庸》引《诗经》中的诗句

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第三十三章）无声无臭之道，超越了感性存在，

是客观普遍的，又是无所不在的。《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

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第二十六章）天地自然

界的根本功能是“生物”，也就是以“生”为道，这是自孔子以来直到《易传》都强调的，

《中庸》提出以诚生物，便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实在性，同时也突显了自然界的价值意义。承认

自然界具有价值，而且是生命创造意义上的道德价值，这是《中庸》和儒家其他经典著作的最

大特点。这里所说的博、厚、高、悠、久，既是事实性的陈述，又是价值性的表述。 

自然界是博厚、高明而又悠久的，只有自然界有这样的“德”，只有与天“合德”之人，才能

配称这样的德。“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无疆。”（二十六章）覆载万物而又“成物”，这是自然界的大德，成物亦即包

含着“生物”。这与《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中庸》提出一个

“诚”字作为天地之德的根本标志，使其目的性意义更加明确了。“诚”不只是存在意义上的

“真实”，还有道德意义上的“诚实”，包含着目的性的善。这当然需要人来实现，《中庸》

的“天人合一”之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见下）。 

哲学上所说的自然界与科学上所说的自然界毕竟是不同的，这一点虽然在古代并未作出目前的

区分，但是在“世界观”还是具体科学的问题上是能够进行区分的。科学上所说的自然界，无

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现代科学还有宇宙观）上说，都是指具体的认识对象，如物理现象或生命



现象，虽然其中也可能涉及到形而上的理论问题，但是不超出其认识对象的范围之外。哲学上

所说的自然界，则是指自然界的全体或整体而言的，并不指向任何具体对象，甚至不是任何认

识对象，虽然它也讨论到全体与局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但整个论域是全体性的问题，

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是大则“天下莫能载”，小则“天下莫能破”（第十二

章）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庸》关于天地自然界的学说是哲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说，他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中庸》说：“今夫天，斯昭昭之明也，及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淹，

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

之多，及其不测，鼋龟、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第二十六章）这正是讨论局部与全

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所谓无穷、广厚等等是指全体或整体而言的，自然界的覆载生养

之功也是从全体上说的。全体并不是局部或部分相加之和，而是指其普遍的生生不息之诚道，

正如朱子所说，无穷、广厚、广大、不测“此四条，皆以发明由此不贰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之意。然天、地、山、川，实非由积累而后大，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中庸章句注》）

这种整体论是有机生命意义上的整体论，也是哲学层次上的整体论。它必须为人的生命存在找

到宇宙论本体论的根源，即天道、天命，然后才能说明人在宇宙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人

的生命意义，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中庸》再次引用《诗经》之言曰：“诗

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第二十六章）天命即天道，是普遍

的法则，即至诚而无息，深远得很，肃穆得很，这就是天即自然界的本性，人的德性即由此而

来。因此，人应当敬畏天命。敬畏天命就是完成并实现自己的德性。 

二、显与微、费与隐的统一 

《中庸》提出显与微、费与隐两对范畴，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实际上开启了后来的体

用范畴。后儒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说，除了吸收佛教与玄学的体用学说之外，同时也

受到《中庸》思想的启示。宋儒将《中庸》、《易传》视为他们的理学思想的来源，不是没有

道理的。 

显与微、费与隐的关系有似于《易·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及寂与

感的关系。所谓微，所谓隐，是指隐微而难见或无形而不可见的精微之道，所谓显，所谓费，

是指明显而易见或有形而可见的杂多之物。这显然是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层面，前者是人的感觉

经验无法把握的，只能靠“思”与“辩”的功夫或方法，后者是感觉经验能够把握的，只要运

用视、听等感官便能知道。天命、天道即诚，显然属于前者，而天地（可见者）万物显然属于

后者。前者是意义世界，后者是感性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的区别与西方哲学中的理念

与现实、精神与广袤、本体与现象的区别很相似，但实际上大不然。 

《中庸》虽然提出了显与微、费与隐的区别，但并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形成两个世界。前者

既不是现实世界永远达不到的理念世界或本体界，后者也不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杂乱无章

的一堆材料，二者更不是互不相干而又平行的两个实体即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中庸》提出

这两对范畴，既说明无形而不可见之道与有形而可见之物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普遍的、完善

的，后者是个别的或不完善的，同时又说明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分离的。其统一性的根本依据

是，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整体的，不是分裂的。这个整体的世界虽然有

部分，有各种各样的杂多性，但它有一个统一之道，这就是诚，所谓 “天地之道，……其为

物不二”，就是指此而言的。“不二”之道并不限制世界的杂多性，恰恰相反，正因为“不

二”，才有杂多，正因为“其为物不二”，才有“其生物不测”。“不测”就是多而不可测



量，杂而不可测度。这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这也不是数学或物理学式的整体论，这是说明哲学的整体论。“天地之道”是天地自然界本身

所固有的，它就是自然界的本质或本性，既不是以天地为实体，以道为属性；也不是以道为实

体即本体，以天地为现象。用实体与属性的思维方式解决《中庸》与中国哲学，不是很恰当、

很合适的。《中庸》所体现的更像是生命存在及其过程哲学。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包含了无

形之道与有形之物两个层面，借用后儒的一句话，这叫“一体而两分”。这个“体”可以从本

体上说，亦可以从形体上说，但其真实意思应当是整体。自然界是如此，就个别事物特别是就

人而言，也是如此。虽有分，但归根到底是合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和中国哲学

并没有西方式的形而上学。 

所谓生命哲学的整体论，是说《中庸》完全是讲生命现象的，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的生命存在的

学问。天地“生物”，亦可以说是天地之道“生物”，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其本性就是“生

物”，就是“化育”万物，天地之高明博厚，就是一切生命的根源，离开自然界，人的生命从

何而来呢？高明博厚之天地，在其永不停息的运行中产生了万物，养育了万物，这就是“至诚

不息”之道。至诚之道是在自然界的“化育”过程中存在并发挥其功能的。《中庸》特别提出

诚，就是从生命的意义上确立自然界“生物”、“化育”万物的真实性、实在性，不是在自然

界之上安置一个精神实体。但是“至诚不息”之道毕竟不是感性直观可以看得见的那个自然

界，能看得见的有形的自然界是有限的局部的，而自然界的“生物”之功是在看不见的整个联

系中起作用的，故称之为“微”，称之为“隐”。 

微妙难测、隐而不见之道，又称之为神或鬼神。鬼神是天地之“德”，并不是存在于另一个世

界的人格神，它就在万物之中起作用，是万物生长、化育的动力，以其不测，故有神秘性，超

出了一般知性范围。神就是诚，是超越层面的“天之道”，但神又是整个自然界的内在的精神

力量。这样说似乎是矛盾的，所谓超越，是对什么说的？当然是对自然界的有形之物而言的，

自然界的有形之物是整个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有形之物，自然界就不存在了，就成为

虚妄或虚幻之物。但是，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联系的整体，就自然界整体而言，自身便具有神

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部分有形之物而言，就成为超越的了。因此，所谓超越并不是绝对的，

更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有一个绝对超越的主宰者。 

鬼神的观念也是自孔子而来的。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当学

生子路问到鬼神时，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近篇》）孔子对于鬼

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人人皆知的。但孔子所说的鬼神，确实是指人死后能否成

鬼的问题，即有无人格神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孔子的鬼神观，只就《中庸》而言，和

《易传》一样，它是将鬼神视为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或功能，而不是人格神。不过这种力量或功

能是人的智力难以测知的，因而是神圣的或具有神性的。所谓神性，就是具有无限能力，是超

理性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神就在万物中起作用，推动万物的运动变化。《中庸》引孔子的

话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具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夫微之显，诚不可揜如此夫。”（第十六章） 

这里所说，首先是将神视为“德”，即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具有动力和目的意义。这种德对于

万物而言又有超越性，视之弗见，听之弗闻者，不只是因其无形而不可见、不可闻，而且是一

种精神性力量。但是，神却又遍在于万物而使之运动、变化、生长、发育，故万物不能没有神

的作用。这便是“体物而不遗”。这个“体”是动词，不是静态的所谓“本体”，是体现、体



行之意，朱子解释“体物，犹《易》所谓干事”（《中庸章句》），是准确的。 

“体物不遗”就是由微之显，显微之间的统一性由此得到说明。神即诚显现于万物，在万物中

发生作用，使万物具有生命力，活泼泼地，天地之间充满了生机。《中庸》引用《诗经》中的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来形容自然界的生命流行，是无所不在的，也是随处可见的，即“言

其上下察也”（第十二章）。“察”是显著之义，“上下察”就是上自天空中的飞鸟，下至河

湖中的鱼类，自由地飞翔遨游，显示了自然界的生命活力及其多样性。鸢飞鱼跃是能够看得见

的，但是其中又有微妙难见之处，这就是诚、神之道。这又是费与隐的关系。“君子之道费而

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

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撼。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

天下莫能破焉。”（同上）“费”即杂多，表示多样性；“隐”则是隐藏于多样性中的全体之

道。自然界的发育流行，是人人可见可知的，至于其中的“至道”，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从杂

多性方面说，自然界虽然很大，但是，也有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比如生长发育之不正不全或自

然灾害之类，这是就局部现象而言的；至于自然界全体，则是沿着生命之道流行的。这里，

“天地之大”是指自然界中人所能看得见、感知到的大，“君子语大”则是指自然界的全体之

道，亦即“至道”。 

虽然如此，“至道”不是多样性之外的实体，“至道”即存在于多样性之中，并由多样性显

示，宇宙生命的和谐即在于多样性的统一，鸢飞鱼跃就是最好的写照。 

至于《中庸》所说的祭祀鬼神，则是为了“使天下之人”表达其对自然界的神圣性的敬畏之

情，所采取的“神道设教”的方法，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但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无论是一

神教还是多神教）是不同的。“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说明神性无所不在，但又不是肯

定真有一个神或许多神，只是“诚之不可揜”的意思。“诚不可揜”就是天道之诚即神在万物

中显现，通过万物的生长、发育而实现出来，也是“微而显”、“费而隐”的意思。 

三、“参赞化育”之功及其实现 

《中庸》的“天人合一说”主要表现在诚与明的学说中，并且突出了道与教的作用，也就是人

文教化的作用。 

天道只是诚，在人则为性，即“天命之谓性”。但是，诚性虽然人人具有，因为这是先验的普

遍必然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即不经过个人努力而自发

地实现出来，因为这是后天的实践问题。实践是人道之事，因此要“勉”，要“思”，一句

话，要经过“明”的功夫。《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第二十

章）又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第二十一章）“诚之者”就

是“明”，就是“择善而固执之”（第二十章），即经过个人的不断努力使诚性得以保存并实

现出来。在这里，人文教化起着重要作用，但个人实践始终是内在的动力。 

《中庸》的“天人合一说”，并不是消极地提倡人道合于天道，以此证明自然界的伟大及其目

的性。自然界是伟大的，自然界的伟大是由人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自然界的目的是

由人来实现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杰作”，也是自然

界的“功臣”。因此，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人在自然界的最重要的

作用就是“参赞化育”。 



自然界的本性就是以诚“生”物，以诚“化”物，诚就是天道、天德。天道是就其发育流行的

过程而言，天德是就其内在价值而言的。这样看来，自然界之诚即真实性便具有“存在”与价

值两重意义。这是不是人化的自然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这样。人类出现以前的“洪荒”时

代，那是神的世界（即神化世界），自从人类出现以后，这个世界就是人的世界，即人类通过

自己的窗口所观察到的世界。现代科学技术能够推测出亿万年以前的世界的样子，提出大爆炸

的理论和人类起源的各种理论，还能够通过基因组合创造或改变生命，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

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到头了，人并不能代替自然生命的发生与进化。人类的认识能力是自

然界给予的。自然界并不只是供人类认识改造的对象，他首先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人类生命的

源泉。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类不仅要认识自然界，首先要感谢自然界，理解自然界，尊敬自

然界。这种理解和尊敬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从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中体验到的，也是

靠人类的智慧（“聪明圣知”）得到的。认为自然界有德，有目的性，固然有人文的一面，但

是，如果反过来问，人的德性究竟自何而来？就只有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两种回答。显

然，《中庸》的回答是非人类中心论的。它明确指出，自然界是人类德性和目的性的源泉。

“盹盹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第三十二

章）这是对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最富有敬意的肯定。正是这种肯定，促使我们从新反思人与自然

的关系。 

但是，《中庸》并没有否定人的主体性；正好相反，它是从德性实践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类的主

体性，肯定了人的作用，，这正是《中庸》最富有现代意义的积极成果。 

万物皆是自然界所“生”，所生之物又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那么，物与物、人与物是何关

系？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人性与物性又有什么关系？人又如何“参赞化育”？这是《中

庸》提出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回答。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

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

十二章）这里涉及到所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人性不同于物性，人性具有特殊性。但

是，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之物，因而人具有人物所共有的普遍性。一般而言，特殊性高于普

遍性，特殊性中有普遍性所没有的成分，这一点在荀子那里有过表述。但是，《中庸》所表达

的则是通过特殊性而达到普遍性，因为特殊性中即包含着普遍性的成分。实际上，从特殊性到

普遍性，从普遍性到特殊性，这是两种相反相成的过程。 

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庸》并不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角度出发，来说明人性与物性的

关系，而是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理解人性与物性的。换句话说，《中庸》不是从认识主体出发

说明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从德性主体出发说明人与物的关系。人作为德性主体，不是与万物对

立的，更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而是与万物平等的。《中庸》作者看来，天地所生之物，都

是一样的，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也有各自的价值，物与物之间是“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

不相悖”（第三十章）的关系。自然界虽然有竞争，有选择，甚至有相残之事，但这并不妨碍

其生态系统，不妨碍其“并育而不相害”的发展。人与物是平等的，并没有什么优越性，在生

命的意义上也是相同的，并没有什么“特殊”，更不能高居万物之上，对万物实行主宰。这看

起来是将人降到一般生物的水平，实际上正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万物的尊重，同时提高了人的

地位和作用，突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从人自身的生命中体会万物生命之宝贵，尽其性以尽人

之性，尽物之性。这种由己及物的过程正是人所特有的，也是人的可贵之处，正所谓“仁者人

也”（第二十章）。 



只有以同情之心尽物之性，才能“赞天地之化育”，即参与天地之化育，助成天地之化育。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这说明人需要很高的境界，才能以至诚

之心对待物，使物各得其所。诚与仁是相互包含的，诚之中有仁，仁之中有诚，以至诚之心尽

其性也就是以至仁之心尽其性。人随时随地都离不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与万物打

交道，以诚心待物，这是处理人与物关系的根本态度。以诚待物就是尊重万物，同情、爱护和

理解万物，以天地化育之道促成万物的生长发育，而不是相反，即不是将万物视为与生命无关

的外在之物去役使、去控制、去破坏。“尽物之性”就是使物性得到实现而不要受到伤害。物

各有性，物性是物之为物者，也是物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人不仅应当尊重物的价值，而且要从

人性的自我反省出发体认其物性，这就是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人与物本来

都是自然界生命整体中的组成部分，由于人能够推致而实现其诚性，认识到天地化育之道，因

此承担起“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成为自然界这中特殊的一员，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人如果

真正这样作了，即完成了“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那么，人就可以“与天地参”，即与天地

并立而为三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也就确立了。这才是人的主体性之所在。 

人如何才能实现诚性，进入至诚的境界呢？《中庸》承认圣人是“自诚而明”的，不需要特别

的功夫即能实现诚性，但其他人则需要“自明而诚”的功夫。“明”是生命体验和认识活动，

从实践上说是“择善”（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庸》似乎承认人性是复杂的，与孟子的性善论

不完全相同），从认识上说是“明善”，其实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分离的。这是人的德性修养

之事，非常重要。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中庸》讲了很多，这里不必详述。但是，人的一切修

养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至诚”而“化物”，完成人生的使命。人如果不是“天降之圣”，

就要“致曲”，即经过曲折的努力，由局部而达到全体，最终实现“至诚”之境。《中庸》特

别强调人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只要经过努力实践，必能达到人生的最高点，完成化

育之功。人生在世，注定了就是完成这件事，，再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了。这不仅是人生的职

责，而且是人生的需要，因为人如果离开天地万物，就不知如何生存。也不知归宿在何处。因

此，《中庸》说：“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

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第二十三章）从“致曲”到“能化”，这一系列由内到外的过

程，既是人生自我提升的过程，又是对待万物、处理人与万物关系的过程；既是达到“化境”

的过程，又是“参赞化育”的过程。可见，《中庸》是把人性修养和“参赞化育”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的。 

达到“至诚”之境，就自然能够化育万物，虽无形而有形，这就是“参赞”，也叫“配天”。

“化物”也就是“成物”。以诚待物就能尽物之性，按照事物的本性成就它而不是伤害它，促

成其生长发育而不是破坏它。“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微，微则悠远，悠远则搏厚，博

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第二十六章）只有天地是博厚

而悠久的，故能覆载万物；只有天地之道是至诚无息的，故能生成万物。人如果能达到“至

诚”之境，便能与天地一样成就万物，助成天地化育之功，这正是人的伟大之处。 

“至诚”而“化物”之学，也就是儒家的“成己”而“成物”之学，诚与仁是一致的，以诚待

物就是以仁待物。《中庸》主要讲诚，但仁亦在其中。《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

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第二十五章）“自成”与

“自道”是就完成自己的人格而说的，这是解决人与物的关系的前提，也是实现人与万物和谐

统一的关键。人的主体性作用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但这是以“成物”为宗旨的，德性主



体，决不是以“役物”即奴役、宰制万物为宗旨的知性主体所能完成的。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

不“用物”，人要生存发展，当然要“用物”，但人之“用物”要以“成物”为指导，要在

“成物”的指导下去“用物”。如何具体实现这一点，当然还有许多社会政治方面的措施，有

许多具体的政策法令，《记礼》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规定。《中庸》只是提出一个基本原则，这

个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在人类知性发展、社会文明建立之后，自然界的万物几乎都在人的视野之内，或者在人的控制

范围之内，人类如何对待万物，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就

是《中庸》对此所作的令今人惊叹的回答。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物是靠人的诚性得以存在和发

展的，不以诚待物，物便不成其为物，即等于无物。反过来说，人如果缺乏诚意，他所作的一

切便等于没有作，或者更糟糕，因为他很可能对万物造成极大的伤害。诚虽然靠自己完成，但

不仅仅是“成己”就完事了，“成己”是为了“成物”，“成己”才能“成物”，这才是《中

庸》和儒家所以重视“成己”功夫的用意所在。 

《中庸》以“成己”为仁，以“成物”为知，这一说法是对孔子仁知之学的进一步发展。孔子

的“仁者爱人”、“知者知人”（见《论语·颜渊篇》）之说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立论的，且以

仁为“为己”之学的核心，知也要以仁为据，故又有“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

之”（《论语·卫灵公篇》）的说法。《中庸》则将这种学说扩充到人与物的关系，以实现人

与万物的统一和谐为宗旨。“成己”以仁，既是完成人的德性主体，所谓“仁者人也”（第二

十章）；“成物”以知，则是提高人的智慧以“知天地之化育”（第三十二章），“能聪明睿

智”而“足以有临”（第三十一章），不仅要知人，而且要知天、知物。知物正所以成物，而

不是役物、害物，因为人与物就其广泛的生命意义而言是相通的。就“成己”之仁而言，这是

“性之德也”；就“成物”之知而言，这是“合内外之道也，时措之宜也”。其实，仁与知也

是统一的，从仁德出发而知物，必定包含着爱物，即对万物的同情与尊重，这就是“合内外之

道”，在对待万物的过程中能够措之以时而得其宜，即采取正确的措施。 

四、“中和说”的意义 

前面说过，《中庸》提出了情感的问题。那么，情在天命、性、道中占有何种地位呢？在人与

自然的关系中有何作用呢？ 

《中庸》在讲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并未提到情的问题，而是强调

道不离人，并且提出以“戒慎”、“恐惧”之心对待天命之性，实现率性之道，完成修道之

教。这是两个过程。从存在的意义上说是“由隐之显”，从实践的意义上说是“由显之隐”。

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后者由前者加以保证，而前者由后者加以体证。 

“率性之谓道”如何实现呢？是由情来实现的。在这里，情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中

庸》在提出命、性、道、教之后紧接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

一章）喜怒哀乐是自然情感，人人生而有之，并且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成为人生实践的

重要的内在因素，所谓“道不可须叟离”，正是由情感来体现的。在《中庸》作者看来，情感

来源于性而实现为道，是真正的实现原则，“中和”就是这一原则的表述。 

关于未发、已发，中、和的关系问题，在宋儒特别是朱熹、张栻等人那里进行过热烈的辩论，

在此不论。就《中庸》而言，确实涉及到性情关系问题，并且是主张性情统一的。未发之中即



是天命之性，发而皆中节之和即是由性而来之情。“发”就是实现、发现。由天命而来之性本

来就包含着喜怒哀乐之情，而且是无过无不及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是自在的存在，合于

自然之命；当其发而为情，如果能“率”而循其性，则自然“中节”。“中节”即是和，和者

和谐也。 

为什么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呢？这既是从人的主体性而言，也是从天道天命

而言，因为人的性情即是天命，天人是合一的。天下之事是由人来作的，天命之德是由人来实

现的，因此，这里特别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这也是孔子所说“人能弘道”之意。但是，人的实

践活动归根到底无非是实现自然界的根本法则，即中和之道。这里不仅仅限于人间性，而且包

含着人与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人与万物之间也要和谐相处，这才

是天地中和之道。 

“中和”之“中”也就是《中庸》之“中”，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有一个自然之“度”，这

是天道之本然。《中庸》之“庸”是用的意思，即“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之用；“中和”之

“和”则是指应事接物时的情感态度。二者都时人道之应然。应然源于本然，本然之中即包含

着应然，不过这是由自然界的“命令”而成为人类活动的当然。自然界化育万物的过程本来是

和谐有序的，因此才有人类的出现；但人类的活动不同于其他生命，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具有极

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能不能按天道之本然、人道之当然行事，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了。这不仅关系到自然界的化育，也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

系统，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生态系统。人决不能离开这个系统而单独活动；人类如果破坏了

这个系统，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按照《中庸》的说法，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决不只是个

人生活之事。 

按照西方理性主义的说法，人类能够“为自然立法”，为人类自身制定行为的规范；但是，按

照《中庸》的说法，人能够“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第三十二章）。“大经”即

人伦之常，“大本”即中的原则，二者皆出于天命之性，但通过人的情感活动表现出来，是一

种情感交流。在情感交流的过程中还有认识的问题，即“聪明睿智”之知，其根本职能是“知

天地之化育（同上）。这种“知”同对象式的科学认识是不同的，这种“知”是生命体验式的

智慧；人是天地化育中的一员，又是执行天地化育的主体。这种“知”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能

够按照天地化育之道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而不是对自然界施以暴力，进行

改造和征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科学进步，未能发展出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但

是在维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却留下非常珍贵的价值资源。中国

哲学的缺点和优点都集中于一身。如果说，这反映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文明的对立，那

么，决不能说农业文明只有落后性的一面，而工业文明只有先进性的一面。现代文明如果如果

不能很好地继承农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从动物中区分出来，但是仍然参与自然界的“活动”。人类担任什么样

的角色，不仅决定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人是自然界的“成员”，还是

自然界的“主人”，这个“天人之际”的问题始终是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哲学必须解

决的问题。《中庸》既重视人的主体性，同时又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把实现整个自然

界的生命和谐看作是人类的重大使命，这正是值得今人反思的。《中庸》的这一学说也正是基

于对自然界的化育之功的认识，这一认识是从人类生命活动及其自然界的内在关系中体认出来

的，不是将人类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视为无生命的对象而认识到的。“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地三十章）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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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对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重要的认识。自然界也有冲突，有灾害，有生存竞

争，但是就整个进化而言，是和谐的，有序的，万物皆能得到生长发育而不相妨害，万物之道

皆能顺利流行而不相冲突，“小德”如川流一般不息，“大德”则深厚盛大而无穷。这里所说

的“德”既是对自然界的价值判断，也是对人作为德性主体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承诺。“小

德”指万物所受之德，“大德”指自然界的全体之德，“大德”与“小德”的关系正是多样性

与整体性的统一。只有维护自然界的多样性，才能实现整体的和谐；只有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

值，才能作到这一点。 

  


